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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和丽水地区双生子研究：体育活动
和静坐行为的遗传度

张凤 高文静 余灿清 吕筠 王胜锋 詹思延 胡永华 逄增昌 陈卫健

汪韶洁 陈荣富 曹卫华 李立明

【摘要】 目的 探讨山东省青岛和浙江省丽水地区双生子人群体育活动和静坐行为的遗传

度。方法 使用两地区2004年随访的有卵型信息的双生子人群（共568对，其中青岛242对，丽水

326对）横断面调查资料，通过问卷调查得到体育活动和静坐行为信息。采用基于双生子的方差

组分分析方法计算双生子表型的遗传度。结果 同卵双生子有367对，异卵双生子有201对，双

生子中男性 571 人，女性 565 人。同卵双生子年龄为（41.14±10.11）岁，异卵双生子年龄为

（41.23±9.89）岁。青岛和丽水地区＜40岁人群的体育活动遗传度为78%（35%～96%）、59%（0～

94%），≥40岁人群体育活动不受遗传影响。青岛和丽水地区静坐行为遗传度分别为68%（59%～

75%）、32%（7%～62%）。结论 青岛和丽水地区人群静坐行为水平受遗传影响，且遗传因素在

20～40岁人群的体育活动水平中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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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both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the
exercise participation and sedentary behavior in Qingdao，Shandong province and 326 in Lishui，
Zhejiang province. Methods 568 twin pairs，including 242 in Qingdao and 326 in Lishui，were
studied. Exercise participation was measured by two questions on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and then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edentary behavior was measured by one question as‘how long do you
spend on sitting every day’. Variance component models based on twins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se traits. Results The average age in monozygotic twins
was（41.14±10.11）while in dizygotic twins it was（41.23±9.89）. Genetic factors accounted 78%
（35%-96%）and 59%（0-94%）for exercise participation variance in Qingdao and Lishui in people
aged between 20 and 40. However，there were no heritability noticed on physical activity in people
older than 40 years of age. Rates of heritability on sedentary behavior in Qingdao and Lishui were 68%
（59%-75%）and 32%（7%-62%），respectively. Conclusion Results from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sedentary behavior in Chinese people was influenced by genetic factors，which could also explain
much of the exercise participation variance in people aged between 20 and 40.

【Key words】 Exercise participation；Sedentary behavior；Heritability；Twi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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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对身体活动和静坐行为的影响不容忽

视［1，2］。文献显示，人群中体力活动遗传度为 0～

85%，静坐行为遗传度为 25%～60%［3］。目前，荷

兰［1，4-6］、芬兰［7-9］、美国［10-13］、英国［14-16］、澳大利亚［17］、

德国［3］、挪威［17］、葡萄牙［18］、丹麦［19］、瑞典［2］、比利时［20］

等国报道了关于体力活动和静坐行为遗传度的研

究。中国双生子登记系统建立于2001年，从2001年

8月至2005年3月，＞6 000对双生子参与登记［21］，该

系统在山东省青岛市和浙江省丽水市建立了 1 个

580 对双生子的队列。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岛和丽

水两个地区双生子人群体育活动和静坐行为的遗

传度。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中国双生子登记系统中青岛和丽

水地区2004年随访且有卵型信息的双生子队列，共

568对双生子，其中青岛242对，丽水326对。

2. 研究方法：

（1）双生子卵型鉴定：DNA鉴定工作由北京法

医鉴定中心生物物证室完成。首先通过性别、血型

进行初次判断，性别、ABO、Rh血型不同者为异卵双

生子。性别和血型均相同者通过 PCR 分别检测 9

个、4个短串联重复标记物进行卵型鉴定，准确性分

别为99.9%［22］、99.6%［23］。

（2）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体育活动及静坐行

为情况。体育活动频率：①几乎每天，②＞3次/周，

③1～2次/周，④基本无；体育活动强度：①小，②中

（微汗/心跳加快），③大（大汗淋漓）。静坐行为：工

作或生活中每天持续静坐的时间。

3. 统计学分析：体育活动按频率和强度分为有

体育活动和无体力活动两类，若频率为①或②且强

度为②或③，或者频率为①强度为①，或者频率为③

且强度为③，则为有体育活动；若频率为④，或者频

率为③强度为①②，或者频率为②强度为①，则为无

体育活动。静坐行为使用原始数据。利用 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OpenMx1.32进行结构方

程模型（SEM）拟合。将表型的遗传效应分解为加性

遗传（A）、显性遗传（D）和异位显性遗传效应

（epitasis effects）［24］，将环境效应分解为共同环境（C）

和特殊环境效应（E）。由于本研究数据资料只包括

共同抚养的双生子，不能区分C和D，需要在ACE模

型和ADE模型中进行选择［25］。当同卵双生子之间

表型 r＞异卵双生子的2倍时，拟合ADE模型，反之，

则拟合ACE模型［26］。比较双生子表型实际协方差

矩阵与模型预期的协方差矩阵，检验模型的拟合优

度，其评价指标为AIC，最小的AIC反映模型拟合优

度与俭省度之间的最佳平衡。遗传度定义为加性遗

传方差与总的表型方差比值，表示群体中表型差异

可归因于遗传因素作用的程度。

结 果

1. 一般情况：568对双生子中，同卵有367对，异

卵有201对，同卵与异卵比例为1.83 ∶ 1。同卵、异卵

年龄分别为（41.14±10.11）、（41.23±9.89）岁。男性

571人，女性565人。青岛484人，丽水652人。双生

子的卵型年龄（P＝0.353）、性别（P＝0.951）、地区分

布（P＝0.2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2. 遗传度：

（1）体育活动的遗传度：青岛、丽水地区双生子

人群有体育活动比例为16.49%、4.61%，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1）。性别间体育活动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316），各年龄段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见表2。

同卵、异卵双生子中有体育活动的比例分别

为 10.01% 、8.98% ，其 组 内 r 值 分 别 为 0.629、

0.550。同卵双生子 r值小于异卵双生子 r值2倍，采

表1 青岛和丽水地区双生子人群的一般情况

项目

年龄组(岁)

20～

40～

60～

性别

男

女

地区

青岛

丽水

卵 型

同卵双生子人数

376

320

38

370

364

304

430

异卵双生子人数

188

192

22

201

201

180

222

合计

564

512

60

571

565

484

652

P值

0.353

0.951

0.286

表2 青岛和丽水地区双生子人群体力活动水平一般情况

类别

地区

青岛

丽水

性别

男

女

年龄组(岁)

20～

40～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无体育活动

400(83.51)

621(95.39)

520(91.23)

501(89.46)

532(94.83)

489(85.94)

有体育活动

79(16.49)

30(4.61)

50(8.77)

59(10.54)

29(5.17)

80(14.06)

P值

0.000

0.31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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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CE模型对结果进行拟合。

考虑到体育活动水平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将

样本按地区和年龄段分层，进行 ACE 及其嵌套模

型拟合，由于＞60岁组的人数较少，因此将人群分

为＜40、≥40两组。＜40组人群的体力活动水平最

优拟合模型为AE模型，青岛和丽水地区人群体育活

动的遗传度分别为 78%（35%～96%）、59%（0～

94%），而≥40组的人群体育活动水平最优拟合模型

为CE模型，不受遗传影响，见表3。

（2）静坐行为的遗传度：静坐行为的平均水平为

每天（3.74±2.57）h，青岛、丽水地区的平均水平分别

为每天（3.55±2.35）h、（4.01±2.82）h，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3）。男女性的静坐行为平均水平分别

为每天（3.62±2.45）h、（3.87±2.69）h，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113）。20～40 岁、40～60 岁、＞60 岁人

群静坐行为平均水平分别为每天（3.80±2.46）h、

（3.69±2.73）h、（3.58±2.07）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6），见表4。

同卵、异卵双生子的静坐行为水平分别为每

天（3.74±2.57）h、（3.74±2.58）h，其组内 r 值分别

为 0.683、0.465。同卵双生子 r 值小于异卵双生子 r
值2倍，采用ACE模型对结果进行拟合。

青岛、丽水地区的ACE及其嵌套模型拟合结果

如表5所示，分别为AE、ACE模型拟合最优。青岛、

丽水地区人群中静坐行为的遗传度分别为 68%

（59%～75%）、32%（7%～62%）。

讨 论

本研究利用 2004年青岛和丽水地区的双生子

人群数据，探讨遗传和环境因素对体育活动和静坐

行为的影响。不管是体育活动还是静坐行为，同卵

双生子的 r值均高于异卵双生子，提示遗传对两种行

为均存在影响。遗传对静坐行为的影响在青岛和丽

水地区分别为68%、32%，对20～40岁人群体力活动

水平的影响分别为 78%、59%。由于遗传度对应于

特定人群、特定环境、特定时间所测量的某一性状，

任何参数改变都会改变遗传度的估计。

人群中体力活动的遗传度为 0～85%［3］。这种

广泛的变化区间与多个因素有关，包括样本量、样本

人群的年龄和性别［1］、体力活动各个维度定义［1］，体

力活动测量方式［20，27］以及人群和地域差异中真正的

遗传差异或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差异［28］。本研究结

果提示，不同年龄组和地区体育活动水平受遗传影

响的程度存在差异。已有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对于

锻炼行为的影响在青少年后期开始逐渐变得重要，

19～20岁之间遗传的作用最明显，为 85%［1］。之后

逐渐下降，中年时期，遗传因素对体力活动的影响保

持在50%左右［29］。

本研究中，两个地区＜40岁人群的体力活动拟

合最优模型均为 AE 模型，即未发现共享环境的影

表3 青岛和丽水双生子体力活动水平模型拟合

地区

青岛

丽水

注：括号外数据为OR值，括号内数据为95%CI

年龄组
(岁)

＜40

≥40

＜40

≥40

模型

ACE

AE

CE

E

ACE

AE

CE

E

ACE

AE

CE

E

ACE

AE

CE

E

方差成分

A

0.376(0.164～0.476)

0.778(0.349～0.959)

0.092(0.000～0.737)

0.926(0.786～0.983)

0.592(0.000～0.935)

0.592(0.000～0.935)

0.000(0.000～0.841)

0.569(0.085～0.865)

C

0.376(0.164～0.476)

0.676(0.273～0.899)

0.821(0.193～0.964)

0.897(0.760～0.965)

0.000(0.000～0.862)

0.499(0.000～0.877)

0.554(0.000～0.835)

0.555(0.120～0.835)

E

0.248(0.048～0.674)

0.221(0.041～0.651)

0.324(0.101～0.727)

1

0.086 7(0.020～0.236)

0.074 1(0.018～0.214)

0.102 5(0.035～0.240)

1

0.409(0.065～1.000)

0.408(0.065～1.000)

0.501(0.123～1.000)

1

0.446(0.147～0.880)

0.431(0.135～0.915)

0.445(0.165～0.880)

1

模型拟合与ACE模型比较

-2LL

122.037

122.073

122.803

132.499

218.745

224.462

218.931

273.324

86.498

86.498

87.000

89.376

144.272

145.155

144.272

150.394

df

235

236

236

237

243

244

244

245

323

324

324

325

323

324

324

325

AIC

-347.963

-349.927

-349.197

-341.501

-267.256

-263.538

-269.069

-216.676

-559.502

-561.502

-561.000

-560.624

-501.728

-502.845

-503.728

-499.606

Δ-2LL

-

0.037

0.767

10.462

-

5.718

0.187

54.579

-

-0.000

0.503

2.878

-

0.883

-0.000

6.121

Δdf

-

1

1

2

-

1

1

2

-

1

1

2

-

1

1

2

P值

-

0.848

0.381

0.005

-

0.017

0.666

0.000 0

-

1.000

0.478

0.237

-

0.347

1.000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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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40岁人群均为CE模型，共享环境对体力活

动的影响较大。已有研究显示，共享环境对体力活

动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至成年人期逐渐下降，而遗

传和非共享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加［29］。本研究中，两

个年龄组人群的体力活动水平受遗传和环境的影响

程度发生了变化，提示在高年龄人群进行广泛的环

境干预可能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对低年龄人群

的干预则需要更多的努力。

目前关于静坐行为的研究仍然不多，本研究调

查的静坐行为指标是 1 d总的静坐时间，结果显示，

遗传对静坐行为水平有影响，且影响在地区之间存

在差异。已有家系研究显示，静坐行为的遗传度为

25%～60%［3］。双生子研究中，Fisher等［16］曾报道青

少年的静坐行为遗传度为 0，但其样本量（同卵 57

对，异卵60对）非常小。本研究为主观测量的结果，

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此外，种族本身的差异

也可能使得遗传度计算结果不同。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采用问卷法调查体育活动

水平时，只包括体育活动强度和频率，未纳入类型和

持续时间，而后 2个指标是体育活动测量中非常重

要的维度［30］。不同类型的体力活动所受遗传和环境

的影响有差异，如职业性体力活动和休闲体力活动

并不相关［31，32］。此外，自填问卷可能会一定程度上

高估体力活动水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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